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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廢名（1900–1967）以長篇小說《橋》（1932）和《莫須有先生傳》（1932）聞名，但他也

是一位擅於創作多種文類的文學家，不僅從事小說創作，在詩歌、散文、評論等領域也很活

躍。他於 20 年代前期，在其老師周作人的深刻影響下開始創作，並逐漸確立自己的創作風

格。不僅限於小說，在其他文類的創作中也是同樣遵循了這一規律。 

      《談新詩》是廢名的唯一系統性論述新詩的論文集。該書收錄了他於 1930 年代至 1940 年

代在北京大學任教時的講稿。全書共 16 章，其中前 12 章寫於日中戰爭爆發前，1944 年由北平

新民印書館出版。第 13 章至第 16 章是廢名於日中戰爭結束後重回北京大學任教時的講稿，增

加了他在 1934 年發表的《新詩問答》，1984 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談新詩》的增補版

1。雖然寫作時間上相隔較遙，但他的新詩觀仍保持了一貫性，廢名自己也在第 13 章的開頭提

及這點2。 

        《談新詩》討論了自胡適以來各種新詩，其核心論點只有一個：「新詩的内容則要是詩

的」3。對於「詩的內容」，廢名認為“詩的內容”是作者基於實際經驗而完成的詩之意境4。与

於胡適肯定元稹和白居易的简练的诗歌风格相反，他提倡以溫庭筠和李商隱等晚唐詩詞為新詩

的典范5。但廢名的重点并不在于這個命題本身，而是將這一措辭簡潔但定義模糊的命題作為

參照軸，對各種實作進行歸納與探索，以尋找新詩的理想形態6。因此，雖然《談新詩》看來

 
1
 廢名（馮文炳）《談新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標題紙。 

2
 廢名（馮文炳）《談新詩》，165-166 頁。 

3
 廢名（馮文炳）《談新詩》，五頁。此主題在一九三四年發表的〈新詩問答〉裡面已經成形了。廢名

〈新詩問答〉《人間世》第 15 期、1934 年 11 月。 
4
 廢名（馮文炳）《談新詩》，5 頁。 

5
 廢名（馮文炳）《談新詩》，25-27 頁。不過廢名並未全盤否定胡適的「新詩觀」。他認為，胡適關於格

律與平仄的否定、詩題範疇的擴展等主張是正確的，但同時指出，胡適對於舊詩的認識尚顯不足。 
6
 在《談新詩》5 頁廢名自己也說：什麼叫做詩的內容，什麼叫做散文的內容，我想以後隨処発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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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不斷重複簡潔的論點，但其實際的論述卻似乎非常曖昧。譬如，在討論卞之琳的詩歌第 13

章中有下面這樣一段話： 

 

一首新詩要同一個新皮球一樣，要處處離球心是半徑，處處都可以碰得起來。句句要同你

很生，因為来自你的意外； 句句要同你很熟，本來在你的意中了。若“郷下小孩子怕寂

寞”這一句我們都可以寫，無須乎卞之琳。故《寂寞》這首詩不能入選。有觀念跳得利害

而詩不能文從字順者不選，不普遍者不選，如《圓宝盒》，《距離的組織》，《魚化石》等篇

是。卞之琳跳動的詩而能文從字順，跳動的思想而詩有普遍性，真是最好的詩了。
7
 

 

此段內容詳細的解讀，我之前已經在自己的論文中討論過，在此不再重複論述8。通過 上

述引，不難發現《談新詩》中「新詩的內容則要是詩的」這一命題是指，將以作者這一主體的

個性作為根據，但最終期望在個性與普遍性之間獲取一種平衡狀態，即作品＝夢想懸浮在作者

與讀者這兩個主體之間處於的狀態。在上述引文中，廢名雖然試圖透過卞之琳的具體詩作來闡

釋這個稍微抽象而模糊的理想狀態。這一過程本質上是：卞作為作者與廢名作為讀者——這兩

個主體之間的交流與互動的實踐。 

        在這種探索之中、而值得關注的是「《談新詩》最後一章「《妝台》及其他」。「妝台」是廢

名自己的詩作之題，在本章中他透過談自己的新詩來試圖展示新詩的理想形態。從「我過去的

生命的結晶
9
」，即昔日夢想這個角度來看，廢名自己的新詩也是一種「自我」與「他人」之間

的交流。然而，若暫時不考慮時間，它也可以視為某個「作者主體」對理想新詩的追求。 那

麼廢名認為自己的怎樣的新詩才是好的？ 他用什麼邏輯來肯定自己的新詩？ 本論文從這個問

題開始討論廢名的新詩與作者主體性之間的關聯。 

 

 

一、廢名的新詩為何有「詩性」？ 

如前所引，廢名在《談新詩》中對卞之琳的詩給予了高度評價。然而，在〈《妝台》及其

他〉中，廢名雖然承認自己的詩在寫得好不好這個層面上不及卞之琳的詩，但他同時指出，自

己詩歌具備卞之琳的詩無法達到的另一種特質，即「我的詩也有他們所不能及的地方，即我的

詩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個的不是零星的，不写而還是詩的」，他還甚至認為自己的詩

「我的詩也因為是天然的，是偶然的，是整個的不是零星的，故又較卞之琳、林庚、馮至的任

 
7
 廢名（馮文炳）《談新詩》，168-169 頁。 

8
 田中雄大「廃名『談新詩』における作者の個性の重視――自己表現としての「夢」の発展的継承」

『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72 集、2020 年 10 月、119-133 頁。 
9
 原文「〈竹林的故事〉，〈河上柳〉，〈去郷〉，是我過去的生命的結晶，現在我還時常回顧他一下，簡直

是一個夢，我不知這夢是如何做起，我感到不可思議！這是我的傑作呵，我再不能写這様的傑作。」廃

名〈説夢〉《語絲》第 133 期、1927 年 5 月、2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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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詩為完全了」
10
。由此可見，對於廢名而言，新詩的解讀標準與創作標準是相同的。這裡所

謂的「完全性」，或許正如松浦恆雄所指出的那樣：「廢名詩歌的重要之處並非以宏大架勢進行

詩作，而是抵達詩境的契機往往出乎意料。〔……〕廢名詩的多半寄託於此。11」然而，另一方

面，廢名提到了自己詩作的不足之處，他承認，與郭沫若的新詩〈夕暮〉相比，他的詩更難以

讓人接近
12
。 

參考上述引文，這些問題實際上關乎於作者主體的個性與對於讀者主體的可讀性，即普遍

性，這兩者之間的平衡。廢名認為，儘管自己的詩作在詩性的層面上是「完全」的，但卻過於

偏向前者。換言之，對廢名而言，他的傑作離作品＝夢在作者與讀者這兩個主體之間懸而未決

的狀態相去不遠，然而仍然稍微偏向於作者主體的一側。作為旁證，在同一章節中，被選為優

秀自作的新詩多數是基於廢名自己的實際經驗，由廢名在文中也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也13。 

廢名所選的自作詩共有七篇，但他說如果只能選出其中一篇，或許會選如下這一首詩——

〈海〉。 

 

海 

 

我立在池岸 

望那一朵好花 

亭亭玉立 

出水妙善，―― 

“我將永不愛海了！” 

荷花微笑道： 

“善男子， 

花將長在你的海裡。”14 

 

第三行與第四行所使用的表達方式是讚美女性之美的常用詞。此外，廢名在引用後的說明

中也將〈海〉與謝靈運的〈登池上樓〉相提並論，由此可見，在這首詩中作者主體――即個人

的痕跡似乎較為稀薄。然而，與〈登池上樓〉比較，廢名認為「拙作恰是新詩的境界」，其理

 
10
 廢名（馮文炳）《談新詩》，217-218 頁。 

11
 松浦恆雄「廃名の詩について」『人文研究』第 43 巻第 11 分冊、1991 年、30 頁。譯文是由引用者來

做的。 
12
 廢名（馮文炳）《談新詩》，217 頁。 

13
 譬如，除了後面要談的新詩「街頭」的成立背景之外，還有如此的解釋。「這首詩（「掐花」、引用者

注）也是信口吟成的，吟成之後我知道成功它有許多下意識。〔……〕所以淹在水裡而没有淹死，在我

是有着実在的経験。」、「這首詩（「理髪店」、引用者注）是在理髪店裡理髪的時候吟成的。」廢名（馮

文炳）《談新詩》，221 頁以及 223 頁。 
14
 廢名（馮文炳）《談新詩》，2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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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海〉中具有「擔當的精神」。關於這種「精神」，廢名補充說明道：“我将不永不愛海

了！”這是只有真正愛海愛花的人才能說出來的話。若從詩中觀者的主體的「精神」是詩之根

基的意義上來說，廢名的說法或許與我們前面在《談新詩》中確認過的論點相契合。然而，除

非我們可以確定詩中的觀者即為作者本人，否則在此恐怕很難直接斷言二者之間的聯繫
15
。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廢名所舉的「擔當的精神」的例子——第五行「“我將永不愛海

了！”」以及第七、八行「“善男子，花將長在你的海裡。”」，與詩中的其他句子相比，可

讀性比較低。〈海〉這首詩讀者一看就明白，描寫的是「我」凝視池中蓮花的場景，而蓮花的

形象又與「我」心中所思念的女性形象重疊。但對於這兩句插入式的對話，雖然讀者很容易理

解它表現的是兩者之間愛情交流，但卻很難從單一的意義上把握具體的背景或情節。 

而帶來了這種理解上的困難的正是，詩中的「我」。換言之，池塘場景背後的兩者關係與

其故事，完全取決於「我」這一特定存在的性質。因此，可以說〈海〉這首詩正是由「我」這

個主體的「擔當的精神」所支撐。此外，關於「我」的詮釋，在作者主體與讀者主體之間，存

在著無限的層次與漸變。然而，如詩的最後一句所示，詩中「我」所凝視的蓮花「將長在」

「我」「的海裡」，那麼這首詩的確具有強烈的第一人稱視角，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偏向於作者

主體的立場。 

        相較於〈海〉——其作為優秀之作的邏輯略顯晦澀——接下來要引用的〈街頭〉似乎更接

近《談新詩》中所提倡的理想的新詩應有的懸浮狀態。 

 

街頭 

 

行到街頭乃有汽車馳過， 

乃有郵筒寂寞。 

郵筒 PO 

乃記不起汽車的号碼 x， 

乃有阿拉伯數字寂寞， 

汽車寂寞， 

大街寂寞， 

人類寂寞。16 

 

在引用後的說明中，廢名提到：這首詩我記得是在護國寺街上吟成的17。由此可見，〈街

頭〉確實是基於廢名這位作者主體的具體經驗。因此，對於這首詩的評價，確實與《談新詩》

中重視個性的選詩相契合。換言之，這首詩所流露出的寂寞感，正是建立在廢名自身的寂寞之

 
15
 廢名（馮文炳）《談新詩》，220 頁。 

16
 廢名（馮文炳）《談新詩》，224 頁。 

17
 廢名（馮文炳）《談新詩》，2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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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此〈街頭〉可被視為一首優秀的詩作。然而，即便沒有廢名的解釋，讀者依然能夠透過

詩中的情景與寂寞的氛圍，直接感受到其意境。因此，〈街頭〉正是是一首在個性與普遍性之

間取得平衡的作品，也即是在作者主體與讀者主體之間「懸浮」的作品＝夢。 

廢名為此詩所提供的細節說明，例如「牠身上的 PO 兩個大字母彷彿是兩隻眼睛」，「因為

我記不得牠的號碼了，以後我再遇見還是不認得牠了」，因此阿拉伯數字感到寂寞——對這些

作者的獨特發想，如果沒有作者的說明，讀者是否也能達至同樣的理解，卻並非必然的18。因

此，在這一點上，〈街頭〉與廢名的其他新詩相似，因其具有某種導致作者與讀者之間發生

「溝通不良」（discommunication）的個人性，而顯得較為晦澀難解
19
。然而，對廢名而言，正是

這一點，才構成了他的新詩之所以為「詩」的本質。 

 

二、詩人廢名與散文家周作人 

如上所述，與《談新詩》中所提及的優秀新詩一樣，廢名自身的傑作之所以能夠具有「詩

性」同樣可以歸因於廢名作為作者主體的獨特性。值得關注的是，通過分析同時代的評論，可

以發現，廢名的文章因其作者主體的獨特性而既具有「詩性」又難以理解的這一邏輯，不僅適

用於廢名的新詩，也同樣適用於他的小說20。 

這一點的關鍵在於廢名的第二部短篇小說集《桃園》所附的周作人跋文。在該文中，周作

人明確指出「廢名君是詩人」，他特意使用「詩人」這一稱謂是相對於自身的「散文」性而言

的。 

 

廢名君是詩人，雖然是做着小說;我的頭腦是散文的，唯物的，我所能說的大略就是這一

點。但是我頗喜歡廢名君的小說，這在《竹林的故事》的序上已經說過。我所喜歡的第一

是這裏面的文章。〔……〕文藝之美，据我想形式與内容要各占一半，近來創作不大講究

文章，也是新文學的一個缺陥。的確，文壇上也有做得流暢或華麗的文章的小說家，但廢

名君那樣簡練的卻很不多見。21 

 
18
 廢名（馮文炳）《談新詩》，224 頁。 

19
 原文「我的詩太沒有世間的色與香了，這是世人說牠難懂之故。」廢名（馮文炳）《談新詩》（王風編

《廢名集》第 6 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1822 頁。但是這一句是在 1984 年人民文學出版

社版裡沒有的。 
20
 從吳東曉將廢名的小說作為「詩化小說」的代表性研究開始，有關廢名小說如何具備「詩性」的討

論，一直是廢名研究中的主題之一。而各論者對於「廢名的小說具有詩性」的判斷，基本上是建立在吳

東曉所提出的幾個要素之上，即：象徵性意象的運用、小說結構的薄弱性以及古典文學的影響等。然

而，儘管這些特徵確實適用於廢名的小說，但僅憑存在這些特徵便認定其為「具有詩性」，這樣的論述

究竟具有多大意義，筆者是抱有一定的疑問的。換言之，雖然這些特徵的確符合一般人對詩意語言的模

糊印象，但卻缺乏歷史性。請參考吳暁東〈現代“詩化小說”探索〉（《文學評論》1997 年第 1 期、118-

127 頁）以及吳暁東《鏡花水月的世界――廢名《橋》的詩學研讀》南寧：広西教育出版社、2003 年。 
21
 豈明〈桃園跋〉（王風編《廢名集》第 6 巻）3406-34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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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周作人自稱「散文的」這一點頗為值得注意，尤其是考慮到他對散文那種曲折而又

異乎尋常的熱情。《桃園》跋文的寫作時間為 1928 年 10 月22，這比他宣稱不再談論時政的〈閉

戶讀書論〉還要晚一點。也就是說，這個時期周作人正處於「自己的感興即“趣味”」與「道

德政治性批判」相互競爭並趨於統一的時期，也是其散文風格日益走向成熟的階段
23
。 

而這位「散文的」周作人，正是在這段引文中，以自己最為重視的「文章」一詞對廢名作

出了高度評價
24
。在此，他早於《橋》的序文便已經強調了「簡潔」與「文章」的重要性，而

這些特質之所以受到高度評價正是因為它們能夠彌補「新文學的一個缺陷」。此外，在後續的

段落中，周作人引用了《桃園》所收錄的〈文學者〉中的一節並評論道：這是很特別的，簡潔

而有力的寫法，雖然有時候會被人說是晦澀25，這裡的批評並非僅僅針對廢名的文體本身，而

更廣泛地指向整個新文學意識形態，即使得像廢名這樣的文體被視為「晦澀」的文學觀念。 

考慮到這一點後，如果重新審視上述引文部分開頭的「廢名君是詩人」與「我的頭腦是散

文的，唯物的」這一對比，便可以發現「詩人」這一評價與並非僅僅在於強調廢名的小說不像

一般意義上的小說，而是更進一步地表明廢名的作品是一種有別於新文學意識形態的「文

章」，亦即在周作人看來應有的新文學形態之一。若如此，那麼周作人在此特意提出「散文

的」自己與「詩人」廢名的對比，實際上是為了強調，儘管廢名的文本屬於所謂的「小說」但

它卻以有別於新文學主流的方式達成了一種理想的文學成就26。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周作人在《桃園》跋文又說「這（廢名小說中的人物、引用者注）

不是著者所見聞的實人世的，而是所夢想的幻景的寫像」，主張廢名的小說與其說是對現實的

直接反映，不如說是經過作者廢名自身的「夢想」所轉化而成的「寫像」27。實際上，這種表

述可以說是體現了周作人寫給廢名《竹林的故事》的序文中所表達的「文學不是實錄，乃是一

個夢」這種文學觀念28。這也可追溯至代表 1923 年周作人的文學觀，比如《自己的園地》序文

中所說的「只因他是這樣想，要這樣說，這才是一切文藝存在的根據。」或者「文藝只是自己

 
22
 王風編《廢名集》第 1 巻，143 頁。 

23
 木山英雄 〈實力與文章的關係――周氏兄弟與散文的發展〉，《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

現代文學思想論集》趙京華編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73-75 頁。 
24
或者，可以說周作人在廢名裡面明確地找到了「文」之存在。「所謂文人的 意義，正如剛才提到的讀書

人、趣味人什麼的，要之是文之人，在周作人則更意味著做文章的人，寫散文的人，或者越具體越體貼

也說不定。」木山英雄 〈周作人――思想與文章〉，《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87 頁。 
25
 豈明〈桃園跋〉，3407 頁。 

26
 此外，這種「廢名君是詩人」的評價並非僅限於周作人，沈從文也持類似的看法。沈從文在 1934 年的

〈論馮文炳〉一文中，在參考周作人對廢名的評價後，否定了很多人常提及的自己與廢名之間的文風相

似性，並對廢名小說的「詩性」傾向作出評價。關於廢名小說所帶的「詩性」，他說：作者是詩人（誠

如周作人所說）〔……〕馮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興味做了一部分所歡喜的事。沈従文〈論馮文炳〉（《沫

沫集》上海：大東書店、1934 年、上海書店、1987 年影印）9 頁。 

27 豈明〈桃園跋〉，3407 頁。 
28
 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王風編《廢名集》第 6 巻）3404-34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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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等
29
。 

由此可見，周作人對廢名的評價不僅基於上文所述的「作為新文學應有形態之一」的評價

軸，還同時建立在「文藝即為自己的表現」這一評價軸之上。而周作人在廢名作品中所認可的

「詩性」，恰巧與廢名自身在其詩作中所認定的「詩性」極為相似。 

 

三、對廢名而言的「散文／詩」以及「隔／不隔」 

作為「詩人」廢名的對照項，周作人究竟是以何種意義上的「散文性」而著稱的呢？若依

據木山英雄的〈實力與文章的關係――周氏兄弟與散文的發展〉來概覽周作人成為散文家的歷

程，大致可整理如下。該文認為，周作人開始在自己的文章中強調「自己」與「個性」的表現

很早，可追溯至寫《自己的園地》所收錄的諸篇的時候，即 1922 年至 1923 年。木山說：總

之，到《語絲》前後，另一種態度確實強固起來了，這種態度就是在道德政治性批判之外，於

文學的名目下專門講究自己的感興即“趣味”
30。後來經過三一八事件、北伐、四一二事件以

後，於革命文學論戰周作人與魯迅一樣「都將革命與文學的關係置換為實力與文章乃至語言的

關係，而鄙視那種夸夸其談的議論31」。但是周作人的散文並非單純地遠離政治而轉向唯美的藝

術至上主義。相反地，當時的周作人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邏輯：無論寫什麼都無助於實際問題，

因此也無需特意排除政治或革命這類議題。如此，必須執著於文學的必然性在邏輯上消解了，

隨之而來的是周作人逐漸轉向對「有用實用的文字」與「經世致用的大文章」的追求，這就是

木山對周作人散文之變遷的看法。 

並且木山指如上的過程而說： 

 

他的這條道路本身亦作為近代文學在中國的命運的一個象徵，具有完全不亞於魯迅的重要

性。就是說，他所堅信的作為文學之自我表現的最自然、最自由形態的散文，通過回歸文

學和自我的傳統之無拘無束，卻得以持續地發展下來。如果考慮到比他更執著於文學與自

我的他的高徒俞平伯、廢名創作生涯的短命，這一點實在是意味深長的。兩位弟子在抒情

與說理兩方面都有天賦的文才，因其文章的晦澀被周作人比擬為明末竟陵派。這晦澀是因

為努力要將瀰漫於夢與記憶、想像的場域而無可定型的自我之影落實在文章中的緣故。32 

 

此外，在另一篇文章中，木山參照廢名的散文《關於派別》，進一步探討了廢名對「自

己」的執著，並作出如下論述。 

 

 
29
 周作人〈《自己的園地》旧序〉（鍾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 3 巻、桂林：広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2009 年）188 頁。 
30
 木山英雄 〈實力與文章的關係――周氏兄弟與散文的發展〉，74 頁。 

31
 木山英雄 〈實力與文章的關係〉，79 頁。 

32
 木山英雄 〈實力與文章的關係〉，82-83 頁。 



思潮與地景：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8- C01 田中雄大論文 

本來，聽了周作人等人的文學革命議論而覺醒的廢名，認為舊詩的本質在於“文情相

生”，在新詩的理念上主張徹底的“情”第一而試圖矯正這個本末顛倒的“文情相生”

（《談新詩》），乃是一位地道的“言志”派。在實際創作上他亦受“情”的左右而造就了

極為玄妙的散文風格，恐怕是鑑於自己小家詩人式的純粹的資質，慨嘆著大家周作人的不

拘小節的態度，得出散文的極致在於“隔”的結論。就是說，周作人是知道徹底表現自己

內心之不可能與徒勞的，故不勉強為之，只在不損壞“情與理”的程度上便適可而止，這

才是最難企及的。接下來，廢名又說“嚴格的講起來，散文這東西本來幾幾乎不是文學作

品”（《關於派別》）。
33
 

 

以上兩則引用中，圍繞廢名的「自己」問題，木山在以周作人作為比較對象的前提下，結

合散文與詩這兩種文學類型進行探討。那麼，對於透過回歸「傳統的無拘泥」而得以延續的周

作人的「散文」，廢名究竟如何看待？ 

如果繼續沿用木山的觀點，那麼對於廢名而言周作人的散文基本上應當是「隔」的，而就

他自己而言，儘管牢記這一點，卻無法不去追求「不隔」。這一看法似乎也可以視為從另一個

角度，即從廢名的角度來審視周作人對廢名「晦澀」的評價。換言之，對於「散文的」周作人

而言，「詩人」的廢名之所以顯得「晦澀」乃是「因為努力要將瀰漫於夢與記憶、想像的場域

而無可定型的自我之影落實在文章中的緣故」。而若從不得不執著於「自己」的詩人廢名的角

度來看，可以說「慨嘆著大家周作人的不拘小節的態度，得出散文的極致在於“隔”的結

論」。 

但是，與此直接相關的，「主張徹底的“情”第一」的「一位地道的“言志”派」木山的

這一評價似乎還需要做出進一步的補充說明。也就是說，正如廢名本人在《談新詩》所言的

「文生情，情生文」，他的「詩」之思考確實是以「情」為出發點，但與此同時，他所重視的

「情」顯然已超出了中國古典的範疇，這一點亦是不容忽視的。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樣，廢名所

設想為「詩的內容」之充分條件的「情」與現代主體的「個性」概念密不可分。同時，廢名的

“情”這一觀念亦是繼承了周作人關於自我表現之討論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更趨近於近代文

學範疇內的「感情」。如果是這樣的話，跟周作人將廢名比作竟陵派時所提出的「言志」說並

不僅僅局限於《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式的「一些“八股”味道
34
」這一看法一樣，廢名所奉行

的「“情”第一」主義，也必然是在古典概念中的「情」與近代概念中的「感情」之間搖擺不

定的。木山所說的「在實際創作上他亦受“情”的左右而造就了極為玄妙的散文風格」，即廢

名的散文就成立在這種“情”之上。 

在此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廢名身上所體現的另一層次的搖擺。簡而言之，即便廢名「慨

嘆著大家周作人的不拘小節的態度，得出散文的極致在於“隔”的結論」，他仍舊持續創作散

文這一現象。這可以稱作一種文學實踐與文學理念之間的乖離。雖然木山主張廢名這種認識最

 

33 木山英雄 〈周作人〉，91-92 頁。 
34
 木山英雄 〈周作人〉，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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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導向了後來的斷筆，他 1935 年撰寫《關於派別》之後也寫了不少散文――僅《廢名集》第

３卷「文」的部分就收錄了將近 50 篇。因此至少可以確定「散文的極致在於“隔”」這一認

識並未立即促使廢名停筆。如果廢名僅在周作人所體現的散文極致——「隔」之中找到了自己

文章的理想，這一認識最終使他走向斷筆也就不足為奇。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廢名對於

「隔」乃至於「散文」的評價與判斷恐怕也並非單一固定的，而是複雜的、曖昧的且帶有變化

的東西。 

在此，我們需要從「隔／不隔」的視角來重新檢視「散文／詩」這一文學類型對於廢名究

竟具有何種意義。關鍵在於，廢名所主張的「散文的極致在於“隔”」始終是在與「詩」的對

比中加以思考的。首先關於「散文的極致在於“隔”」，廢名曾作出如下論述。 

 

我們總是求把自己的意思說出來，即是求“不隔”，平實生活裡的意思卻未必是說得出來

的，知堂先生知道這一點，他是不言而中，說出來無大毛病，不失乎情與禮便好了。

〔……〕這種文章我想都是“隔”，(不知鄭振鐸先生的“王顧左右而言他”是不是這個

意思？)卻是 “此中有真意”存乎其間也。35 

 

緊接在這一引文之後的便是那句「嚴格的講起來，散文這東西本來幾乎不是文學作品36」。

其理由在於，正如《論語》或《出師表》這類最具散文特徵的文章所展現的那樣，散文並非只

能由特定的作者創作亦無法透過其內容直接窺見作者的內心情感。 

另一方面，廢名主張陶淵明的詩則不具備這種特性。廢名隨後接著寫道： 

 

一部陶詩是不隔，他好像做日記一樣，耳目之所見聞，心意之所感觸，一一以詩記之。

〔……〕他較之孔子，較之諸葛，較之今人如知堂先生，陶公又確是詩人。〔……〕原來

詩人都是表現自己的，大約他天生成的有這表現的才能，他在這表現之中，也有著匠人制

作的快樂，這是詩之所以“不隔”之故，而詩也要愈是自己的事情愈是表現得好，陶詩雖

不能同乎其他詩人之詩，而陶詩固皆是以自己為材料也。37 

 

在此，廢名主張正因為詩是作者的自我表現，陶淵明的詩才具有「不隔」的特性。這一性

質與最具散文特徵的《論語》或《出師表》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這種比較中，是否為自我表

現與詩／散文這一文類的區別被疊合在一起。接下來的論述進一步凸顯了這一對比。 

 

我說詩人都是表現自己的，詩的表現是不隔，（我在這裡說詩的表現是“不隔”，特別是

就我這篇文章的意思立論，而不是就一般詩的藝術說，若就一般詩的藝術說則不隔二字還

 
35
 廢名〈關於派別〉（王風編《廢名集》第 3 巻），1308-1309 頁。 

36
 廢名〈關於派別〉，1309 頁。 

37
 廢名〈關於派別〉，1309-13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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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得斟酌。）若散文則不然，具散文的心情的人，不是從表現自己得快樂，他像一個教育

家，循循善誘人，他說這句話並非他自己的意思非這句話不可，雖然這句話也就是他的意

思。又如我前面所說的，具散文的心情的人，自己知道許多話說不出，也非不說出不可，

其心情毎見之於行事，行事與語言文字之表現不同，行事必及於人也。
38
 

 

這段文字雖然帶有典型的廢名的文字風格——曲折迂迴，但其核心論點依然明確：詩是自

我表現而散文則並非如此。在此這一主張再次被強調。在廢名的視角中，陶淵明被視為傑出的

詩人代表，而孔子、諸葛亮以及周作人則被歸為優秀的散文家代表
39
。 

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廢名極力強調優秀詩作與優秀散文在本質上的區別，但他同時也做

出了一種判斷，即這種區別實際上可被視為「各人性格上的不同」所導致的結果。此外，他還

說無論是詩還是散文兩者在某種程度上都屬於「寫實的生活」並且都是對「盡性」的極致發

揮，因而在這一層面上兩者又具有相似之處
40
。本來《關於派別》一文是從周作人比起公安派

更像陶淵明的論點展開的。對廢名而言，雖然詩與散文在本質上存在明顯的差異，但優秀的詩

與優秀的散文之間卻有某種共通之處。此外，在文章的另一處廢名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優秀的

散文雖然具有「隔」的特性，但同時仍能準確地傳達意義並且有時還會兼具某種「詩情」。除

了上文引用中廢名在周作人的文章中看到了陶淵明所謂的「此中有真意」之外，他還以另一個

例子來說明這一觀點，就是在探討作為優秀散文典範的《論語》時他使用「孔子的詩情」這一

表述
41
。 

如上所述，雖然「隔／不隔」以及「散文／詩」這兩組對立概念作為一套理論框架是刻意

作為對立項提出的42，但對於廢名而言牠們並非可以截然分開、完全區分的概念。若要深入探

討廢名眼中的「新詩」或「詩的」語言，除了前述關於「情」的多義性，以及實踐和理念之間

的乖離之外，也必須關注他對「隔」與「不隔」、以及「詩」與「散文」的看法是非單一的，

 
38
 廢名〈關於派別〉，1311 頁。 

39 在該文中，廢名通過與阮籍、謝靈運或《文選》等魏晉六朝詩歌進行區分，對陶淵明的詩作給予了高

度評價，並特別以「詩」與「詩人」來指稱後者。因此，可以理解為，廢名在該文中所說的「詩」與

「詩人」實際上是指以陶淵明為典範的優秀詩歌及詩人而非一般意義上的詩歌創作。廢名〈關於派

別〉，1303-1306 頁。 

40 原文「話又說回來，我的這一段話的意思，是想說明陶公到底還是詩人，孔子真是儒者的代表，各人

性格上的不同，因而生活的状況不一樣，兩方便又都是寫實的生活，都是“盡性”，性情不可有一個解

脫的統一，吾輩羨其生活，又愛其性情也。」廢名〈關於派別〉，1313 頁。 
41
 原文「孔子的詩情則偶見於“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廢名〈關於派別〉，1311 頁。 

42
 廢名之所以刻意將這些概念作為對立項提出，正如該文開頭所述，是為了反駁林語堂將周作人視為當

代公安派的觀點。這一點在該文的結論中亦表現得十分明顯，就是「文章有三種，一種是陶詩，不隔

的，他自己知道；一種如知堂先生的散文，隔的，也自己知道；還有一種如公安派，文彩多優，性霊溢

露，写時自己未必知道。我們読者如何知之？知之於其筆調」。並且若從本文的關注點來思考，廢名對

周作人的這種評價，與周作人將廢名比作竟陵派的評價之間究竟是如何相互關聯的，無疑是一個極具探

討價值的問題。廢名〈關於派別〉，1302 頁以及 13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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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一種複雜、曖昧且搖擺不定的。正因為這種內在的搖擺，使得廢名的文章常常帶有一種難

以捉摸的特質。 

然而，另一方面，即便廢名的思想在「隔／不隔」與「詩／散文」之間搖擺不定，他仍然

在某種程度上帶有策略性地提出「原來詩人都是表現自己的」，並將此作為詩之所以「不隔」

的根本原因。關於這一點，正如木山所指出的廢名對於「自己」的執著
43
。並且正如上述所

述，這種對於「自己」的執著同樣清晰地體現在《談新詩》中的廢名有意簡化的核心命題——

「新詩的內容必須是詩的內容」。 

 

結 語 

在本論中，首先通過分析〈〈妝台〉及其他〉中廢名對自己新詩的評價，可以明確看出，

廢名在審視自身詩作時同樣始終以個性與普遍性之間的平衡作為衡量標準。而在該文中被評價

的〈海〉與〈街頭〉這兩首詩，恰恰體現了這一邏輯：廢名的新詩之所以帶「詩性」且難解，

正是因為牠們植根於作者主體的固有性。而這樣的特徵，實際上也正是同時代讀者在評價廢名

小說時所表達的看法。在這些評價中尤為重要是，作為重要參照點的周作人的評語「廢名君是

詩人」這句話。這句話不僅確認了廢名的詩人身份，更隱含著另一的意義：廢名以不同於「散

文的」周作人的方式，展現了一種新文學理想的可能性。 

若從廢名的視角來看周作人的這一評價，牠不外是「散文／詩」與「隔／不隔」這一對核

心問題。廢名不僅在「情」與「感情」、實作與理念之間搖擺，更在這些對立項之間來回穿

梭，以此追求理想的新詩。而在這一探索的根基之上他設想的「詩」與「不隔」等概念，其核

心實際上仍是「自我表現」這一自新文學運動以來的關鍵課題。對此，木山英雄提出廢名「執

著於文學與自我」這一觀點，無疑是一個洞見。無論是新詩論、新詩，還是小說與散文，廢名

的文本之所以顯得難解正是因為這些內在的搖擺，但在這種複雜性與難解性的根底始終流淌著

自新文學運動以來綿延不斷的詩學觀念——即詩的語言應由「自己」，也就是「作者主體性」

來支撐與構築。 

 

 

 

43 原文「原來詩人都是表現自己的，大約他天生成的有這表現的才能，他在這表現之中也有著匠人制作

的快樂，這是詩之所以“不隔”之故，而詩也要愈是自己的事情愈是表現得好，陶詩雖不能同乎其他詩

人之詩，而陶詩固皆是以自己為材料也。」廢名〈關於派別〉，1309 頁。此外，廢名將詩人與散文家的

區別歸因於「性格上的不同」，這一點同樣反映出他對於作者作為主體之個性的執著。廢名〈關於派

別〉，1311 頁。 


